
解读“日本禅” 

                                                              杨薇 

  

内容提要：禅是日本文化的支柱，武士道的核心即来自于禅，它不仅构筑了日本人的人生哲

学，而且影响着日本艺术美的基调。禅宗与神道相融合，形成“日本禅”，它使日本文化朝

着“苦涩”“枯淡”的方向发展，并直接促成“物哀”、“空寂”“闲寂”日本文艺三大美理念

的形成。把握“日本禅”，是深入破解日本文化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日本禅 人生哲学 文艺美理念 

     

    禅宗的发源地在中国，从它诞生之日起，日本僧侣又开始新的“移植”。12 世纪荣西将

临济禅，13 世纪道元将曹洞禅带入日本，禅宗东渐，很快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垂青。禅宗

乃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变高度缜密的、严密的逻辑推理的佛陀教

义为非逻辑，靠主观直觉来把握之物。“中国化”了的禅宗具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见

性成佛”“直指本心”等简单易行的特点，非常适合来去匆匆的武士阶层的胃口；特别是禅

宗强调苦心静修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及“生死一如”“寂死为乐”“生命轮回”的思想，有

利于培养武士钢铁般的意志，并给予驰骋疆场的武士以勇气与理念支持；此外，禅宗崇尚直

觉思维重佛教实践，强调“坐禅”“作务”，即以劳动为最佳修炼方式，与中国人相比，日本

人的思维方式更重直觉与实践，这是禅宗之所以能“长驱直入”于日本文化之中的深层原因。

查尔斯．艾略特在其名著《日本佛教》中也持此见，他说：“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

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佛教都没有禅那样｀日

本式＇”（1）。 

    武士道文化的核心即来自于禅 ，它不仅构筑了日本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也影响着日本

艺术美的基调。禅宗与神道相融合形成“日本禅”，它使日本文化朝着苦涩、枯淡的方向发

展，并直接促成了“物哀”、“空寂”“闲寂”日本文艺三大美理念的形成。“日本禅”早已走

出了中国的“寺院禅房”，被民众化、社会化，并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不

同于中国的东方独树一帜的禅文化体系。 

 

一、禅构筑了日本人“生的哲学” 

1、禅宗“作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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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强调“作务”，即砍柴、烧水、打扫、园林、种田等等劳动实践，中国的百丈怀海 

禅师就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日本自古即有着勤勤恳恳、专心致志于农业生产

的“精农主义”（2）性格，17 世纪日本禅僧铃木正三又将其发扬光大，他以“众生为佛”

为理论的出发点，将现世职业视为“佛行”，认为勤业、敬业、乐业即是修行“善根”，并将

商业也视为“无漏之善根”，比如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经商，武士卫国均是在修行佛

行，即实现一种人生价值，而不劳动则意味着停止佛行，因此闲赋在家、游手好闲之人一向

是被日本社会所唾弃和排斥的，从而树立起一种促进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全新的宗

教伦理，即“劳动为美”的道德理性原则，至今工作狂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被日本社会所普

遍认同的生命价值与人生追求。 

2、禅宗“清贫主义”的生活方式 

    禅宗崇尚疏食蔽衣，粗茶淡饭，这与武士倡导的廉俭操守相一致，因此为武士所推崇。

对于武士而言，对饮食说长论短是有伤大雅，缺乏教养的表现，大丈夫应远离厨房，饮食讲

究七分饱，不奢华，尚节俭。铃木正三之后石田梅岩认为，浪费与奢侈会破坏社会秩序，而

提出“俭约”乃政治之大本的主张，江户幕府力倡节俭。在日本，浪费乃极大的犯罪，上至

天皇下至民众，均以“节俭为美”，天皇长子玩具用过，次子用，坏了再去修理。“节俭”与

“勤业”同样成为日本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性原则，“勤俭”成为日本人美德评价的重

要标准。 

3、“言简意赅” 

    禅宗崇尚简洁的思维方式还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语言世界，武士以寡言多行为美，即

多做事，少言语，甚至“无言语”。对武士而言，多言多语则有失武士威严之气，因此一句

话能说半句不说一句，能说一句不说两句，讲求语言凝练，言简意丰，只言片语却让人回味

无穷，即所谓“沉默是金”，并教育男孩子不要多说话，无论遇到什麽都要默默地忍耐，认

为这是男子的美德，即以“沉默为美”。 

4、禅宗“悲世”情怀 

    自然资源贫乏，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的日本列岛，往往会在弹指之间一切美好的东

西幻化为无有，因此特定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对“人生即苦”“人生无常”的佛教、禅宗情

有独钟，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武士亲禅，日本人亲禅。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巨大的生存

危机感使日本人总是以挑战人生极限的姿态工作着，沉重，压抑，因此日本人身上少有狂喜

的表情，被称为“富而不乐”的人；而有着深厚儒道文化积淀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则比较“乐

世”，既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性，亦有退而隐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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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家哲学。关于此，周一良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日本文化有一种苦涩枯淡之味，即“禅味”。

查尔斯．艾略特在《日本佛教》中也指出，日本的性格就是禅（3），而本文第二、三部分笔

者所要展开论述的日本人的“死亡哲学”，以及日本文学艺术艺道则正是日本人“悲世”心理

的折射。 

 

二、禅也支配着日本人“死的哲学” 

1、禅宗的生死观 

    禅宗认为，“生死一如”“寂死为乐”“生死轮回”，此给予驰骋疆场的武士以理念上的支

持，使其在战场上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这种生即死，死即生，死乃生命之“轮回”，死

乃“重生”的禅宗生死观为武士社会所推崇，武士修身书《叶隐闻书》中的名句即曰：武士

道即通向死亡之道，武士的哲学就是死亡的哲学。 

2、禅理念支持下的“剖腹” 

    剖腹始于永祚元年（989 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

出内脏扔向军官，据说此乃剖腹最早来源。镰仓时代盛行引咎剖腹（因丢失阵地）或阵前剖

腹（因耻于被擒），江户时代以后社会稳定，殉死、殉情（男女情死）之风盛行，虽幕府颁

布禁令而不绝。 

    剖腹分“坐腹”和“立腹”两种，方法有一字形、二字形、三字形及十字形四种。被视

为最霸气逼人的乃“十字形腹”，日俄战争中被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驾崩时，

剖腹自尽即十字形腹。 

3、武士文化影响下的“高自杀率” 

    武士道“轻生死”，日本许多著名文学家选择自杀，如有岛五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

成、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小说结尾处都是唯美死，在他看来死乃重获新生，并最

终选择吸煤气管自杀；三岛由纪夫幼年时一直受天皇思想教育，看到天皇思想不能复活而痛

苦，终于 1970 年在给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内演讲后当众剖腹自尽。 

    当今日本社会每当发生政治的、社会的丑闻和渎职事件时，必有人自杀。2002 年 5 月

12 日在日本北海道发现了日本国内第四例输入性疯牛病后，北海道 29 岁的女兽医逐在家中

引咎自杀。1998 年日本企业经理自杀者达 713 人之多。2007 年 11 月东方早报报道，日本自

杀人数连续九年超过 3 万人，日本自杀率在发达国家里是较高的，日本上网普及率极高，近

年网上相约自杀者不计其数。 

    日本著名画家古贺春江说，再没有比死亡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也有人说，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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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能体验到一种人格升华的慷慨凄凉的满足。由此可见，禅亦主宰着日本人死的哲学。 

4、不同文化下的生死观 

    西方如美国经济同样不景气，但其自杀率仅日本的一半。基督教认为自杀是罪恶，13

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在《神学大全》中罗列了自杀是犯罪行为的

三大理由，欧洲各国的法律均以此为依据，欧洲中世纪法律严禁自杀,英国直至 1961 年才废

除自杀罪；而日本却有一种赞美剖腹和殉情的传统。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着不同

的生死观。所以虽日本政府制定各种防止自杀的措施，但都是治标不治本，武士道的“生死

观”是造就自杀者的“温床”。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先生尖锐地指出：“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来自

于禅”（4），它占据着日本文化的核心位置，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进入武士社会，武士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言行举止被社会普遍推崇，上至宫廷，下至

百姓均以此为楷模，竟起效尤，从而形成武士道民众化、社会化的倾向，日本民族的均质性

即由此而来。近代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哪怕是一个思想最先进的日

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5）。客观地说，武士道就其本身而言，

是关于武士的道德与行为规范，但当它被日本统治者邪恶利用时，则变成杀人机器的代名词

了，这一点我们要辨别清。 

 

三、禅还是日本文学、艺术、艺道的内在支撑 

（一）禅与日本文学 

    “物哀美”文学  禅对于日本许多体裁的文学形式均有影响，首先它直接促成了日本文

学核心美理念——“物哀美”的形成。“物哀美”是日本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简言

之就是一种悲情美意识，它是一种纯粹感觉式的美，不是凭理性、理智来判断，而是靠直觉、

靠心去捕捉到的美，其间有股惆怅的味道。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认为“物哀”的最高成就

就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他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指出，其所述均为世间真人真事，

看了不由你不动心。据一位日本学者统计，《源氏物语》中出现的“哀”字多达 1044 个，其

半数乃至三分之二是与同情相通的，表达作者对人生百态的哀愁和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有评

论认为作者对“哀”作出了出色的表现，将哀从初级阶段推向高级阶段，从“哀”的事物升

华为让人知道的“物之哀”。 

    这种“物哀美”文学美理念的产生，首先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列岛一方面山

清水秀，景色怡人，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贫乏，火山地震频生，它会使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在

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消亡，从而酿就了日本民族易动、易感、易哀的情感，因此“悲世”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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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生即苦”“人生无常”）、禅宗与日本人的思想感情正相契合，迅速为日本人所接受；

其次，日本一代文学宗师紫式部出身书香门第，自身有着极高的汉文学素养，也信仰佛教，

很早丈夫去世与幼女孤寂为生，特别是她亲眼目睹宫廷权利争斗及女性悲苦命运，不断发出

“人生悲哀”的慨叹，并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力将其“禅化”，升华至“艺术化”的审美境地，

从而形成“物哀美”的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识，所谓“物哀”即对人生不如意的悲哀。特

殊的文化风土使得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尚悲不尚喜”，悲生而亲死。 

    由是观之，“物哀美”的理念一方面受到佛教“悲世”理念的侵染，同时也在禅的了悟

之中得以升华与发展，这种悲剧美意识于平安时代之后，一直成为日本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

也成为日本一代代文学家竞相追逐的表现形式。 

    俳句  禅之于日本文学的影响明显见诸于日本独特诗体——俳句，它是日本诗歌的代表

形式之一，只有十七个音节，虽短小，但却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

地。俳句直接受到禅的影响，日本著名诗人与谢芜村认为，在创作俳句时要根据刹那间的“悟”

进行，诗要一气呵成，而这样的技艺只有禅学思想深厚的人才能掌握。铃木大拙认为，禅不

靠任何理性或概念的东西，而只靠直觉去体悟生命及佛理，这种直觉在俳句创作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当诗人的直觉观照突然迸发出不可遏制的灵感而进入迷狂状态时，就会创造出独

具“幽玄”或“妙”的伟大作品，这种“幽玄”或“妙”就相当于中国文学理念中的“神韵”

或“气韵”（6）。 

    中国文人禅诗有的写得十分精致，而俳句不同于此，俳句要的是禅之机趣，如江户时代

诗人松尾芭蕉创作的三行诗“古池塘，蛙儿轻跳入，水声响”，它用极其浅近的语言，传递

不可言传的禅意：陈腐得近乎凝固了的古池塘，由于青蛙这一鲜活的生命，注入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惊醒处于迷茫中的人们。又如与谢芜村的“青青铜钟上，

蝴蝶悠然眠”，则暗示一种不与世相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达到超脱逍遥的境界。日本俳句

源自于中国的禅诗，但又有所创新，它以孤寂的心静观大千世界，语言平淡自如，朴实无华，

却发人深省，达到“闲寂”的艺术效果。 

（二）禅与水墨画 

    在日本传统绘画中，水墨画受禅宗影响最为深刻。水墨画是一种素描，通过一根根墨线

的浓淡和粗细来表现立体感与透视感，并同时表现时间感与空间感的不同，是一种技艺高超

的绘画。 

    乔治．达斯维特在《中国的神秘思想与近代绘画》中对禅与东方传统绘画的关系进行了

很好的揭示。他说，中国美术家绘画的关键，就是思索集中，且随意志的去势一气呵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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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画前，首先要将所绘之物作为一个整体去观察，思散神驰就会成为事物表象的奴隶。即将

丰富的“物象”高度“禅化”、艺术化。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也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

禅启迪了日本人的艺术冲动，似乎有什麽东西与魔法相通（7）。在此基础上，依靠简洁而有

限制的墨线来表达深奥的境界，颇似象征性绘画，具有强烈撼力，禅特别强调“悟”体验，

悟就是“迷狂”、变态，就是一种超越（8）。 

    与中国水墨画相比，日本水墨画更多地大量使用“余白”与简笔体，即在画纸或绢本上

尽量用较少线条和墨块，用最简练、浑朴的笔法去描绘物象，这体现了禅的精神。在禅宗看

来，一既是完美，又有普遍性，因此日本艺术崇尚“一”，一枝花 ，一棵树，一个人，铃木

大拙将其归纳为“一在万之中，万在一之中”，因此画面极其简洁，意境甚至有些感伤，而

不像西方油画将物象充满整个画面，与西方绘画、雕刻、建筑那优美、宏壮的对称性相比，

日本艺术显得有些朴素、简陋，甚至残缺不全，但日本艺术家却坚信这种风格最能表达自我，

而十分满足地陶醉于其中(9)。 

   日本水墨画源自中国，但又有其创新与发展，融贯了“空寂”的艺术精神，追求一种恬

淡的美，也有人认为，日本水墨画也涵概了“闲寂”的艺术精神，表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质

朴的美，它不精致，也不鲜艳，还有些苦涩、枯淡，这正体现了日本禅的精神。 

（三）禅与能乐 

    能乐是日本最严格的古典艺术，发展至今已有 600 年历史，它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

唐散乐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表演、对白艺术，13 世纪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

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戴着面具诉说喜怒哀乐的能乐。能乐由能乐师、能舞台、能面

及伴奏师、能装束、剧本构成。能乐师是能乐的主宰，均为男性；能面多由桧木雕刻而成，

其独到之处在于兼有“悲哀与微笑两种截然相反的表情”，兼具“悲喜”的能面扩大了能乐

师的表演空间。 

    禅是能乐表演的灵魂。能乐表演时，要求演员进入“禅定”状态，达到“无相”的自由

奔放的艺术境界；无论演什麽戏，能舞台背景都是一棵青松，能乐追求虚无的世界，将舞台

化“无”，即无表情（能乐师戴上能面具）、无布景、无道具，让观赏者从无形的表情和无形

的空间背后，去想象其无限大的空间和喜怒哀乐，以缓慢乃至静止的动作去体味它的充实，

加上谣曲的单调伴奏，造成一种“寂”的气氛，使能剧表演达到幽玄的“无”的美学境界（10），

即苦涩、枯淡之境；此外，世阿弥还强调能剧表演要“心七分动”，即表演动作只表现“心”

的七分，不要把心全部表露出来，这样才能使人有回味的余地，犹如日本水墨画的“余白”，

留给观赏者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任其思想自由地“填充”，能乐大师世阿弥指出，“观赏能

 6



艺之事，内行者用心来观赏，外行者用眼来观赏，用心来观赏就是体也（《至花道》）”。日本

艺术崇尚简洁、含蓄，这正是“日本禅”的表现形式。 

    有评论者认为，能乐与歌舞伎表达悲哀的方式有别于中国和欧洲，中国与欧洲的戏剧往

往以悲痛欲绝的“放大”动作来表现其巨大的悲哀；日本则是采用静寂地忍受悲哀的动作，

让观众自己去感受表演者强烈抑制的悲哀，用心去体验这种悲哀美与静寂美，达到“空寂”

美的艺术效果。铃木大拙先生也曾指出，“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就会默不作声，多少受禅

的方法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们，产生了用最少的语言的倾向，暗示力是日本艺术的秘诀”（11）。 

    在日本文学艺术领域，“物哀”“空寂”“闲寂”构成日本文艺三大美理念，它占据着日

本艺术的核心位置，是“日本禅”的艺术外化，也是日本艺术的精华与极致，“空寂”与“闲

寂”由“物哀”发展而来，这两者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达一种以悲哀和静寂为潜

流的苦涩美、枯淡美与朴素美，均属于主观感受与体验，是独具日本特色的美理念。  

（四）禅与茶道 

    中国乃茶道的发源地，唐代陆羽的《茶经》乃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据学者们最

新研究，中国茶道创立于唐朝，并且儒释道并融，南宋时期日本引进中国的茶道，但逐渐摒

弃了中国茶道养生长寿的一面，逐渐发展为修炼禅意的功课，培养高尚情操的一种契机与方

法，且规矩要比中国茶道繁复得多，到了近代，中国饮茶注意茶道的越来越少，日本茶道却

始终如一地保存着禅的精神并传承至今，离开了禅意，也就无所谓日本式茶道。 

    因此茶道是禅的一种修行方式，是禅的“延续”，即所谓“禅茶一味”。茶道核心在于“悟

禅”，即修炼禅意，使意念清净，淡泊功利，返璞归真，实现自我，心灵的“纯化”在茶道

这一艺术中得以完成，这才是茶道的真谛。 

    禅宗对于茶道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茶道仪式中对禅宗精神的奉行，千利休将茶道精神

概括为：和、清、敬、寂。“和”即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清”是茶道环境清

洁、整齐，要求茶室一尘不染，在茶庭之上营造清净无垢的佛陀世界，建立人间的“净土”；

“敬”指人与人彼此尊重、互敬，无任何的等级与偏见，即所谓“其交淡泊无阿谀奉承之事”，

“亦无傲慢无理之举”（12）；“寂”即贫困，静寂，千利休主张“少私寡欲”，“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达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之极其高远

的道家人生境界，安于贫困，不为外物所动，即所谓“脱俗”，此乃茶道的根本。 

    学者们认为，至千利休茶道达到了一种“空寂”的艺术境界，明确“空寂”为茶道的美

理念。“空寂茶”强调去掉一切人为装饰，追求自然、简素的情趣，枯淡的意境，通过茶道，

净化心灵，达到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与此同时，茶道非常重视茶人之品，主张谦卑内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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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之道。因此可以说，茶道是一种融宗教、道德、哲学、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禅

宗日本化的典范，是“日本禅”的创新与发展。日本一方面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另一方

面又钟爱传统，茶道在日本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至今休习茶道的人也有 400、500 百万人

之多，成为日本人所珍爱的传统艺术。 

（五）禅与花道 

     日本花道流传至今已有 550 年的历史，几经演变，形成许多流派，有“世俗三千流”

之说。当代日本花道舞台由三个著名流派所占有：池坊流、小原流和草月流，池坊流是日本

花道的创立者，也是日本花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弟子超过百万。据说，在日本学过插花的

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插花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成为女性修养

的一项重要内容。 

    禅宗的重要特性为亲近自然，于自然之中“悟道”，自然与禅互为表里，相互辉映；而

日本人自古即有着一种“自然情结”，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曾说“日本人与石、树木和花

草心灵相通，日本人对自然怀有独特的浓厚情愫”（13），这使日本人从文化心理上亲近禅宗，

而花道之真谛即在于采用人工技艺，将自然的纯朴之美展现出来，通过花道形式表达人们对

大自然，对人生的感悟，以及万物流转的体验。 

    建立在禅宗“无常观”基础上的插花艺术十分注意“动感因素”，根据时间的发展和季

节的变化而选择相应的花材。如枯枝反映过去，蓓蕾表示未来，枝条有力的曲线象征春天，

凋零的枯枝则寓示冬天；传统花道反对左右对称并使用单数花材，这样插出来的花才是“生

花”，即有生命力的花，而双双对对平衡插入的花则被视为“死花”，因为太完美。可以说花

道中处处有禅（14）。 

    花道之中蕴含哲学。日本传统花道由象征天、地、人的三条枝干组成，其中高者为天，

低者为地，中间为人。天是主线，是整个造型的基础，冲向天空，表示对天的崇敬（15），

三条枝干“三才一致”，和谐统一,花道所传达的正是对大千世界的种种“悟”与体验。 

    日本传统花道不象中国、西洋插花那样满满当当，造型繁复，五彩缤纷，而是以“一枝

枯枝，一朵白花，一坛清水便勾勒了冬日的凄美”（16）。即所谓一条枝杆，一朵花，更能表

现天地宇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曾说过，“一朵花比百朵花更能反映花的魅力”，充分体现

了禅宗“一即多，多即一”的思想。所以日本传统花道简洁、宁静、轻巧、质朴，于静寂、

恬淡之中透出浓浓的“禅味 ”，它不象中国、西洋插花那样喜气洋洋的，而是显露出苦涩、

枯淡的意境，这与高度禅化了的日本文化的总体气质是相契合的。 

（六）禅与日本建筑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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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建筑有着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风格的追求，最为典型的则是位于三重县的

伊势神宫，它贯彻了神道文化的本土精神，各部均毫无人工装饰与人工技巧，是一种“至简

至纯”的美，且位于山中林间，依山傍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日本神道教以“自然为本位”，

禅宗则崇尚自然，两者正相契合，走向融合。 

    禅宗传入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对中国园林的“缩景艺

术”更为欣赏，于是在日本大规模复制，室町时代数以千计的禅寺均仿宋代样式被建造出来，

称为“禅宗样”。但日本园林并未止于仿制，而是根据本土文化的需要，有所创新，其中最

独具创意的乃是枯山水缩景艺术。 

    一般来说，“无池无水不成园 ”，而日本的枯山水却排斥水与池，以石、白沙、苔藓为

素材，故亦称假山假水。它是在禅宗冥想的的精神世界里构筑出来的“净土”，14 世纪室町

时代，小规模的枯山水庭园广为流行，最具代表性的乃京都龙安寺石庭，呈长方形，占地

150 余平方米，庭内无一树一草，零星错落地安置了 15 块大小不一的石快，并铺以白沙、

苔藓，供人睹物静思，冥想天外：使观者仿佛置身一望无际的大海，海中分布着星星点点的

岛屿，岛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此乃枯山水的精妙所在，使人由建筑的小空间进入

自然的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体现出一种淡泊、玄远、寂灭、往生的宗教情怀（17）。

这种抽象化的枯山水给人一种干枯、寂静的感觉，进而引申出“空寂”“闲寂”的审美情趣，

体验到自然、朴素、枯淡之美。 

    茶庭是源于茶道的一种园林形式，它是在禅宗理念影响下营造出来的独具日本特色的空

间艺术形式。它不是供游人赏景、游戏的场所，而是严格的宗教修行的道场。茶庭一般只种

常绿植物，不栽花 ，选用树木一般为赤松、黑松、杉、柏、石楠、樟、竹、枫等常绿树木；

以拙朴的步石铺设小路，迂回曲折，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以营造和、寂、清、幽的禅宗意

境，达到“空寂”美的艺术效果。如今有着 500 多年历史的茶庭成为当今日本庭园的代表，

其庄严肃穆的氛围足以荡涤人的心灵尘埃，并抚慰现代人骚动不安的心灵。日本古典园林源

自中国又自成一家，“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文人园林，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而日本古典

园林的主体是武士与僧人园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8）。 

    此外，禅对日本柔道、剑道亦有深刻影响，日本武道独尊禅家，中国武术则儒释道并融。

限于篇幅，这里则不做详论。 

    

   禅成为日本文化的支柱，它不仅构筑了日本人的生存哲学，还与日本文学、艺术、艺道

相通，极大启迪、激发了日本人的艺术创作。乔治．先森在其所著《日本文化简史》中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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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了禅对日本文化的意义，他说：“禅宗对日本的影响极为微妙而广泛，所以它成为日本

文化精髓的极致。它如此深入于日本人的思想、情操、美术、文学和习惯之中，以致于使许

多人为了写日本精神史上这一最难而又最有魅力的一章不辞辛劳（19）。禅宗经过“日本化”

改造与创新形成“日本禅”，而把握“日本禅”则是深入破解日本文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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